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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关系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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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性转移进程中，农村发展呈现两个明显变化：以利益交换为特征的

农村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和以人情关系为纽带的乡土社会人情信任日益缺失。 如何理解这两个变

化及其内在关联？ 本文试图从考察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及人情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来回应这

一问题。 结果表明，人情关系具有显著降低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短期影响，但这一作用在农村劳

动力市场的生命历程中呈现逐渐弱化的动态变迁。 此外，人情关系对男性工资的抑制作用较女性大

且显著，而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关注市场工资的高低，并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显著排斥人情的在场；人

均耕地越多，人情关系的作用越显著，而人均耕地较少时，人情关系的作用相对较弱且不显著。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人情关系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５９－１２

一、引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三驾制度马车” ，即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形成了我

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 经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再到 ９０ 年代初的市场经济

改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在强势助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显著拉低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速度 ［１］ 。 一方面，从劳动力视角来看，既有研究虽然给予劳动力市场较多的关注，但重点

主要在城市劳动力市场 ［２－３］ ，而缺乏充分考察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及其特殊性的尝试；另一方

面，从农村市场研究来看，大多学者颇为重视农村土地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 ［４－６］ ，而农村劳动力

市场作为农村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７－９］ 。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强调人才振兴是基础，因此，回归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
农民作为农村市场最具能动性和活跃性的因素，是助推乡村振兴的主体 ［１０］ ；其二，农村劳动力

市场的发展是联结农村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 ［１１］ ；其三，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是实

现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 ［１２－１３］ 。
在农村劳动力市场早期的短期雇佣行为中，普遍存在不收取货币或实物报酬的零工资现

象，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零工资现象逐渐消失 ［１４］ 。 早期不收取工资的现象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免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工资———人情工资 ［５］ 。 因此，想要厘清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逻

辑，人情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尽管意识到熟人社会是达成农业雇工行为的主要信息

传递渠道，基于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人情关系，无论是对雇工行为的达成，还是市场工资的产

生，都起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１５］ ，但人情关系到底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尚需进

一步完善其内在机理和检验其影响效应。 为此，本研究拟从人情关系视角深入考察农村劳动力

市场的工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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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劳动力市场：概念界定、阶段特征与人情关系作用机理

（一）概念界定

农村劳动力市场以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非自雇活动人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劳动力季节性需求

与人地结构性失调而产生，具有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功能。 在雇佣形式上，有按天付费

的短期雇佣和按具体农活付费的包干雇佣两种形式。 具体到本文研究中，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

的人员主要是农村留守人员，从事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包括：农忙时的庄稼收割、土地整理等；
农闲时的花卉绿植栽种和护理等。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为：（１）人力资本较低。 参与者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多为小

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 （２）市场进入门槛低。 大部分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体力劳动，部分农业

生产活动即使需要一定的经验，也能够在“干中学”中快速实现。 只要劳动者能够从事农业生

产即可，几乎没有劳作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要求。 （ ３）具有典型的农业生产季节性，市场供求

行为主要发生在农作物成熟季节。 （４）缺乏规范的市场规则，劳动合同的普及率几乎为零。
（二）阶段特征

依据人情关系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历程划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年） ：以人情关系为主导的劳动交换。 １９７８ 年国家开始实施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农户具有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自主权，但是此时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价
格机制还未形成。 具体来说：一方面，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尚未消除。 倡导不计报酬的劳动供

给行为对经济利益的反应缺乏弹性，单纯依靠价格机制无法满足交易的有效需求，交易双方凭

借原有的路径依赖选择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作为资源调节的机制。 传统农村小农经济的封

闭性和人员的低流动性共同形成熟人社会中道德与声誉的约束机制，这一互惠互利式的公共规

则促成供求双方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一种重复博弈的均衡。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
就业机会缺乏、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情况下，对不确定性的人情工资的诉求明显大于确定性的货

币或实物工资，人情关系主导着帮工行为。 这一时期的劳动交换行为并不是以经济利益而是以

人情关系为纽带进行的，进而形成以人情关系为主导的零工资。
第二阶段（１９９３—２００６ 年） ：由人情向市场转变的零工经济。 １９９２ 年国家开始实行市场化

改革，尽管农村劳动力市场基于血缘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人们的商品意识渐浓，进而对经济报酬

的敏感度提升，原来不计报酬的人情效益利他式交易行为逐渐减少 ［１６］ 。 在这一阶段，外出打工

的农村家庭依旧保留耕地并进行农业生产，从而产生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并促进农

村劳动力市场由人情交易向市场交易的演变。 究其原因：一方面，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

转移，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与弱质化的现象，对于外出务工的家庭，留守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

土地耕作的需要 ［１０］ 。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加剧，以及交易域由血缘、地缘向业缘

的扩展，熟人社会声誉机制的约束逐渐弱化，仅靠人情关系维持交易的成本大幅上升，农户对人

情关系回报模糊的风险厌恶性增强，从而增加了对及时结算的货币工资的需求 ［１７］ 。 更重要的

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伴随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而提升，人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等价性逐渐

缺失，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开始显现 ［８］ 。
第三阶段（２００７ 年至今） ：以劳动工资为导向的零工经济。 ２００６ 年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

标志着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一阶段农村熟人社会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进一步减弱，特
别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空心化严重，基于人情关系的等质交换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冲突日

益尖锐，农村社区逐渐演变成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契约社会。 一方面，农村社区成员的高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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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剧了人情关系下雇工劳动延时、模糊回报的负面特征，市场经济对当场清算的呼吁越来越

高；另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不再过剩 ［１８］ ，甚至还在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

下变得稀缺，劳动力由买方市场逐渐变成卖方市场。 外部机会的凸显诱致市场原则在熟人之间

普及，人情关系下等质交换造成的利益损失强化了人们对人情的抵触心理，情感因素弱化下的

经济利益逐渐成为市场诉求的核心 ［１９］ 。 此时，农户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诉求逐渐锁定在市

场工资的波动上，并基于价格机制建立交易行为，人情关系的作用进一步减弱。 随着农村非正

式制度结构向正式制度结构的转变，熟人社会的泛家族化特征越来越突出，使得原有的公共规

则与道德基础对人行为的约束力逐渐丧失 ［４］ 。 尽管人情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监督成本

及道德风险的作用 ［２０］ ，但在市场经济下，农户需要为基于人情关系的求工行为付出一定的人情

成本。 农户无论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方便的需要，越来越倾向于规避人情的直接雇工 ［２１］ 。
（三）人情关系作用机理

人情关系何以影响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其
一，需要区分人情关系调节机制与价格机制的异同。 无论是人情关系调节的雇工行为，还是价

格机制支配的劳动力市场，其本质都是一种交换行为。 市场中的交换以等价原则进行，人情中

的交换以等质原则为核心；等价交换重物轻人讲究的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回报，等质交换重人轻

物，更看重情与义的联系。 这两者表面上异质，实质上同构，都要求一个“等”字 ［２２］ ，只是二者的

价值取向不一样。 市场经济注重眼下的利益，人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其

二，需要理解人情关系交换的特殊性。 以人情为基础的交换行为并不是一种精确即时的交换，
人情关系的非当场清算性恰恰是人情关系运行的关键 ［２３］ 。 礼尚往来的中国文化隐含式地强调

受施者要对施者予以回报，否则受施者便会受到声誉机制的抨击，其社会行动必然会触碰无形

的人情之壁 ［１９］ 。 有别于市场经济的交换，个体在给他人送人情的时候，不能在明面上要求对方

给予回报，此外对受施者什么时候回报以及以何种形式回报也没有明确的预期，基于人情关系

的回报即交换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交换是一种延时的交换、模糊的交换、基于道德约束

的交换，是熟人社会中特殊主义的交换 ［１８］ 。 这种交换是在熟人社会封闭的系统中运行的，交换

的稳定性至少需要两次以上的循环，才能实现重复博弈的均衡 ［２４］ 。
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生命历程来看，早期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因为

短期帮工行为之间没有劳动力与货币利益的交换。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利益交换为特

征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 对此，已有研究指出，市场的调节机制除价格机制外，还应包括人情

机制 ［２５］ 。 工资由人情关系支配的人情工资与价格机制支配的货币工资组成 ［５］ 。 人们对人情关

系与市场价格的选择取决于两者收益的差异，选择人情工资的机会成本是价格机制中货币工资

的最高收益。 从显示偏好的角度分析，农户之所以选择不确定性的人情工资，是因为其效用大

于确定性的货币工资。
结合上述机理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说：
假说 １：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假说 ２：人情关系对市场工资的抑制作用是通过人情工资的替代效应达成的。
假说 ３：人情关系在价格机制的竞争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呈现逐渐弱化的

动态变迁。

三、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收集的入村调研数据。 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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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课题组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取样，具体包括三个步骤：第一，在中国东部、西部、北
部、南部和中部地区随机挑选一个省份，分别为浙江省、甘肃省、吉林省、云南省和河南省；第二，
在每个省随机挑选两个县（区） ，分别是诸暨市大唐区和绍兴市越城区、渭源县和宁县、大安市

（县）和朝阳县、师宗县和峨山彝族自治县、郸城县和淅川县；第三，在每个县随机抽取一个自然

村，分别为澄泽村和永兴村、西关村和白公村、同顺村和章吉营子村、足法村和清香村、张寨村和

小河南村。 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普遍转移的实际情境，调研采取部分与整体相结合的取样策略：
如果取样自然村留守劳动力超过 １００ 人，那么实际调研样本数至少为 １００；如果取样自然村留

守劳动力低于 １００ 人，那么将采取整村调研。 根据调研员的预调情况反馈，课题组按照上述取

样策略总计发放问卷 ８８０ 份，回收 ７９６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７７４ 份，有效问卷率为 ８７．９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考虑到受访农户并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农户选择是否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

是一个自选择而非随机的结果，为此，研究拟选用以解决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

估计模型。
第一阶段：分析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农户是否参与市场除了受

人情关系影响外，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１）个体特征因素。 包括参与者的年龄、受教

育程度、性别、健康状况等。 （２）家庭特征因素。 拟选取家庭人均收入和资源禀赋对此进行控

制。 （３）村庄特征因素。 主要包括村庄外出务工人口、村庄距县城的距离。
基于上述分析，识别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意愿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 Ｙ ＝ １( ) ＝ β１０＋β１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β１ｉＸ１ｉ＋μ１ （１）
其中，Ｙ 表示农户是否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若是，则 Ｙ ＝ １，反之，则 Ｙ ＝ 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表示人情

关系，β１０表示待估常数项，β１１表示人情关系的回归系数，Ｘ１ｉ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β１ｉ（ ｉ 取 ２，３，
…）表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μ１表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下文中的回归系数 β、随机误差项

μ 和控制变量 Ｘ 的标号含义同此。 该模型可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计算出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

概率，并进一步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第二阶段：为了考察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本文拟以学术界比较认同的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作为基准模型。 在工资决定模型中引入逆米尔斯比率，以校正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因

素的影响效果。 经典的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如下：
Ｗ ＝ β２０＋β２１Ｅｄｕ＋β２２Ｅｘｐ＋β２３Ｅｘｐ２＋β２ｉＸ２ｉ＋μ２ （２）

其中，Ｗ、Ｅｄｕ 与 Ｅｘｐ 分别表示市场工资、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
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本文拟将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的基准模型作如下修正：（１）农业生

产的技术性较低，更多是体力劳动，对工作经验的要求也不高，忽略工作经验对工资的影响。 同

时，考虑到农村留守人员大多文化水平偏低，受教育程度对工资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仅在第一

阶段考虑受教育程度对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选择偏差的影响。 （２）引入性别、年龄、健康、人均

收入、居住村距县城距离等影响因素。 （３）引入本文研究的核心因素———人情关系，并考察其作

用效果。 本文拟用调查问卷中“您主观感觉村里人情关系如何？ （即个人主观感受到的村内人

情氛围） ”的回答结果对人情关系进行测度，备择选项包括 “好” “一般”和“差” 。 鉴于农户选择

“一般”时大多是隐含对当前人情关系的某些不满，研究将其与“差”选项进行合并，并赋值为 ０
（总计比例为 ４９％）；反之，选择人情关系“好”的赋值为 １（占比 ５１％）。 这表明农村人情关系将

近一半出现问题，这既影响农村人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其竞争性因素———价格机制，在
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修正后的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如下：

Ｗ ＝ β３０＋β３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β３ｉＸ３ｉ＋μ３ （３）
变量选择及其含义，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农村劳动力市场人均日工资 ８６．９３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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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关系喜忧参半（平均值 ０．４９）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５０．０６ 岁，男性占比 ５４．００％，受教育程度

集中在小学与初中水平（平均值 １．７４） ，健康状况较好（平均值 ２．４５） ，人均年收入 ２．０２ 万元，居
住村庄距离最近县城的平均距离为 ３４．９７ 公里。

表 １　 变量选择及其基本描述

变量分组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描述性统计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被解释变量 市场工资 ２０１９ 年参与市场获取的真实工资水平 ２００ ４０ ８６．９３

核心解释变量 人情关系 主观感受村内人情关系好 ＝ １，人情关系差 ＝ ０ １ ０ ０．４９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年龄 岁 ９０ １８ ５０．０６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１，初中 ＝ ２，高中 ＝ ３，大学 ＝ ４ ４ １ １．７４

健康状况 较差 ＝ １，一般 ＝ ２，较好 ＝ ３ ３ １ ２．４５

性别 男性 ＝ １，女性 ＝ ０ １ ０ ０．５４

　 家庭特征 人均年收入 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 ２５ ０ ２．０２

资源禀赋 人均耕地偏离均值 １ 亩 ＝ １，反之 ＝ ０ １ ０ ０．７３

　 村庄特征 村庄到县城的距离 村庄到最近一个县城的距离 ６０ ２．２ ３４．９７

村庄外出务工人口 ２０１９ 年村庄外出务工总人数 ３５５ ３６ １６６．８５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为了探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及人情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实证环节拟探讨如下

两个问题：一是分析当前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以考察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

工资的短期影响；二是讨论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动态变迁，以阐释人情关系

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
（一）当前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

１．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中第（１） （２） （３）列分别报告了两阶段 ＯＬＳ、Ｈｅｃｋｍａｎ 最大似然估计与 Ｈｅｃｋｍａｎ 最小二

乘估计的结果。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方程

（ １） Ｒｅｇ－ｔｗｏｓｔｅｐ （ ２）Ｈｅｃｋｍａｎ（ＭＬＥ） （３）Ｈｅｃｋｍａｎ（ ＬＥＳ）

人情关系 －０．２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１３）

逆米尔斯比 ０．８３∗∗∗（ ０．１９）

变量 　 　
选择方程

（ １） Ｒｅｇ－ｔｗｏｓｔｅｐ （ ２）Ｈｅｃｋｍａｎ（ＭＬＥ） （３）Ｈｅｃｋｍａｎ（ ＬＥＳ）

人情关系 －０．４２∗∗∗（ ０．１５） －０．４５∗∗∗（ ０．０３０） －０．４２∗∗∗（ ０．１５）

似然比统计量（ ＬＲ） ７２．２２

相关性统计量 ２．３８∗∗∗（ ０．０３３）

误差统计量 －１．００∗∗∗（ ０．２０）

逆米尔斯比 ０．５４∗（ ０．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注：（ 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括号内为标准误；（ ３）基于简洁性考虑，控制变量结果不再展示。 下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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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列中，逆米尔斯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

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自选择问题，即本文选取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处理自选择效应符合预期。 第

（２）—（３）列中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最大似然估计还是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都基本一致，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选择方程中，人情关系对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说明现阶段农户在注重人情的氛围中并不愿意参与市场，具有回避人情在场的典型特征。 其

次，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回归方程中，人情关系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这表明那些注

重人情关系的农户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往往获得相对较低的市场工资，即人情关系具有显著降

低货币工资的效应。 总体而言，人情关系不仅显著抑制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意愿，而且

具有显著降低市场工资的效应。 这表明：一方面农户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个体，另一方面以

人情关系为纽带的人情工资仍对市场均衡工资的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２．人情关系的机制检验

关于人情关系的运行机制，本文认为人们对人情关系与市场价格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两者收

益的差异，农户在放弃货币工资的同时，必然有人情工资的补偿，即人情关系通过提高人情工

资，再经人情工资对市场工资产生抑制作用。 具体的人情机制识别策略是：如果人情工资确是

人情关系主要的作用机制，人情工资将对人情关系的作用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 当考察人情工

资时，人情工资负向显著，人情关系不显著；反之，如果人情关系负向显著，人情工资不显著，则
表明人情工资不是人情关系的作用机制。 如果出现两者都显著的情况，则说明除了人情工资以

外，人情关系对市场工资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作用机制。 为此，本文拟选用“在有困难时是

否获得别人帮助” “是否愿意为有困难的农户提供帮助”作为获得或支付人情工资的代理变量。
首先，从市场供求双方的视角验证人情关系对人情工资的作用；其次，借鉴吕朝凤等 ［２６］ 的思路，
以半简化回归的思想对机制进行识别。

如表 ３ 第（１）—（２）列所示，无论是对于获得还是支付人情工资，人情关系对两者都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从而证明了人情关系确实具有提高人情工资的作用。 表 ３ 第（ ３）—（６）列结果显

示，当考虑人情工资并进行半简化回归时，回归结果中所有的人情关系系数都不再显著，而人情

工资对市场工资呈显著的抑制性。 这表明人情工资是人情关系主要的作用机制，人情关系通过

提高人情工资，进而通过人情工资对货币工资的替代效应达到抑制市场工资的结果。 上述人情

工资是人情关系影响市场工资的作用机制得到验证。
表 ３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获得 （２）支付

人情关系 ０．３１∗ ０．９０∗∗∗

标准误 ０．１４ ０．１８

样本量 ５８６ ５８５

变量
回归方程（ＭＬＥ） 回归方程（ＬＥＳ）

（３）获得 （４）支付 （５）获得 （６）支付

人情关系 －０．０１９（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０．０３０） －０．１７（０．１５） －０．０８３（０．１２）

人情工资 －０．２１∗（０．１２） －０．１７∗∗∗（０．０７９） －０．２３∗（０．１５） －０．１１∗（０．０６２）

变量
选择方程（ＭＬＥ） 选择方程（ＬＥＳ）

（３）获得 （４）支付 （５）获得 （６）支付

人情关系 －０．４２∗∗∗（０．０５０） －０．４２∗∗∗（０．０６２） －０．４２∗∗∗（０．１５） －０．４２∗∗（０．１５）

相关性统计量 －０．１３∗∗∗（０．０３５） －０．５２∗∗∗（０．０５９）

误差统计量 －１．１７∗∗∗（０．１３） －１．６５∗∗∗（０．１４）

逆米尔斯比 ０．４３∗∗∗（０．１２） ０．２２∗（０．１３）

样本量 ５７７ ５８５ ５７７ ５７７

　 　 ３．人情关系作用的进一步分析

（１）基于性别异质性的分析。 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家庭伦理观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农
村人情之间的往来大多是以男性为主导，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注重人情的往来，在这种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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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塑造的人情关系及其对市场工资的影响应该存在性别差异。 基于此，本文首先考察了人情关

系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表 ４ 第（ １）列显示，人情关系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男性相较于女性更有强化人情关系的倾向，进而人情关系在男性群体中的影响更大。
其次，第（３）—（４）列性别分样本结果表明，男性样本中人情关系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工资，而女

性样本中人情关系的系数虽然为负数但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人情关系对男性市场工资的抑制作

用比女性大且显著，这与当前农村人情关系与家庭伦理的基本认知相一致。 同时，男性样本参

与市场并不排斥人情关系，与之相对，女性样本则显著排斥，这表明在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市场中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关注市场工资的高低，在市场交易中显著排斥人情的在场。
（２）基于人地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有无耕种压力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原

因，雇主的雇工需求多因缺乏劳动力而产生，而受雇者的供给更多是为了获取经济收入。 若以

人均耕地的多寡作为分组依据，则实际上是区分了市场上潜在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人均耕地越

多，则单个家庭完成农业生产越困难，进而产生更大概率的用工需求；人均耕地越少，则会更加

倾向于提供劳动供给。 人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可能导致人情关系作用于市场供求，进而表现出异

质性。 为此，本文首先考察了人情关系与人地资源禀赋的交互作用，以考察禀赋差异造成的影

响；其次，以人均耕地的均值作为分界线，进行分组对比回归。 实证结果显示，人情关系与人地

资源禀赋的交互作用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当人均耕地大于均值时，人情关系的作用越明

显，即市场的需求方更强调人情关系的作用。 在第（５）—（６）列分组对比的结果中，人均耕地越

多，人情关系的作用越显著；而人均耕地较少时，人情关系的作用相对较弱且不显著。
表 ４　 异质性分组结果

变量
回归方程　 　 　 　 　

（１）性别交互 （２）资源交互 （３）男性 （４）女性 （５）耕地多 （６）耕地少

人情关系 －０．１４∗∗∗（０．０４３） －０．１４∗∗∗（０．０２５） －０．２５∗（０．１５） －０．０９９（０．０６２） －０．１９∗（１１．１５） －０．０１９（５．２３）

交互项 －０．０９１∗∗∗（０．０３２） －０．０６６∗∗（０．００２９）

变量
选择方程　 　 　 　 　

（１）性别交互 （２）资源交互 （３）男性 （４）女性 （５）耕地多 （６）耕地少

人情关系　 　 －０．４３∗∗∗（０．００２４） －０．３０∗∗∗（０．０７２） －０．３６（０．２３） －０．４９∗∗∗（０．１９） －０．８５∗∗∗（０．２６） －０．２０（０．１７）

相关性统计量 ２．５４∗∗∗（０．２１） ２．７３∗∗∗（０．００９８） １．８６∗∗∗（０．６３） １．８７∗∗∗（０．４３） ２．０９∗∗∗（０．７３） －０．５７∗（０．３３）

误差统计量　 －０．７６∗∗∗（０．１７） －０．７６∗∗∗（０．１９） －０．７８∗∗∗（０．２９） －１．２１∗∗∗（０．１５） ３．６３∗∗∗（０．２２） ３．０９∗∗∗（０．１５）

样本量　 　 　 ５８５ ５８５ ３２０ ２６５ ７３ ４２７

　 　 ４．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人情关系的测度方式。 在人情关系的测度中，虽然农户选择“一般”时大多隐含对

当前人情关系的某些不满，但考虑到本文的人情关系指标是通过被调研者的主观回答测度的，
把“一般” “差”选项直接赋值为 ０，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此，本文拟采用两种方式加以调

整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种调整方式，令回答“好” “一般”的农户赋值为 １，回答“差”
的农户赋值为 ０。 第二种调整方式，采用人情关系测度的赋值法代替原先的赋值法，即人情关

系“好”赋值为 ３，“一般”赋值为 ２，“差”赋值为 １。 表 ５ 第（ １）—（４）列回归结果表明：人情关

系对市场工资的影响都显著为负，且人情关系都有降低农户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意愿的作用。
（２）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受雇者有可能不满意雇主的工资而影响两者之间的人情关系，进

而影响下一阶段的雇佣行为的达成，即人情关系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选取人居信

任作为人情关系的工具变量，并从“是否信任同村人” “是否信任外村人” “是否信任一起工作的

人” “是否信任本家族人”四个维度进行测量，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表 ５ 第（ ５）—
（７）列结果表明：人情关系对市场工资的影响无论是在哪种测度标准下都显著为负，即人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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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市场工资的抑制作用是稳健的。
表 ５　 测度方法与 ＩＶ 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方程（ ＬＥＳ） 回归方程（ＭＬＥ）

（１）分值 （ ２）好、一般 （ ３）分值 （ ４）好、一般

人情关系 －０．２２∗∗∗

（ ０．０８４）

－０．２８∗

（ ０．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０２９）

－０．１３∗∗∗

（ ０．０４３）

变量
选择方程（ＭＬＥ） 选择方程（ ＬＥＳ）

（１）分值 （ ２）好、一般 （ ３）分值 （ ４）好、一般

人情关系 －０．４２∗∗∗

（ ０．１４）

－０．４２∗∗∗

（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２４∗∗∗

（ ０．０８４）

相关性统计量 ２．５１∗∗∗

（ ０．２７）

２．５９∗∗∗

（０．４５）

误差统计量 －０．８３∗∗∗

（ ０．２３）

－０．８５∗∗∗

（０．１２）

逆米尔斯比 ０．４７∗∗∗

（ ０．１３）

０．２３∗∗

（ ０．１１）

样本量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６ ５８６

变量
２ＳＬＳ（ ＩＶ）

（５）好 （ ６）分值 （ ７）好、一般

人情关系 －０．３９∗∗∗

（ ０．１２）

－０．２３∗∗∗

（ ０．０８０）

－０．９３∗

（ ０．５３）

逆米尔斯比 ０．８１∗∗∗

（ ０．２０）

０．５８∗∗∗

（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０７８）

弱工具变量显

著性统计量

１１．４０∗∗ ９．７６∗∗ ２．０４

弱工具变量不

可识别统计量

２２．３７∗∗∗ １５．０３∗∗∗ ８．１０∗∗∗

工具变量过度

识别统计量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９

Ｆ 统计量 ７．４７∗∗∗ ２０．４２∗∗∗ ９．１７∗∗∗

样本量 ５８６ ５８６ ５８６

　 　 （ ３）安慰剂检验。 为了控制人情关系的选择偏误，以及其他不可识别的非随机性因素对样

本回归的冲击，本文选取 ２０１０ 年的人情关系指标对 ２０１９ 年的人情关系指标进行替换检验。 表

６ 第（１）—（３）列展示了最大似然估计在三种不同测度标准下的回归结果，第（ ４）—（６）列为最

小二乘估计在不同测度标准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规避外生冲击以及变量的选择偏差后，人情

关系对市场工资的抑制效应是稳健的。
表 ６　 安慰剂检验检验

变量
回归方程（ＭＬＥ） 回归方程（ ＬＥＳ）

（１）好 （２）分值 （ ３）好、一般 （ ４）好 （５）分值 （ ６）好、一般

人情关系 －０．２２∗∗（０．００９４） －０．２０∗（０．０１１） －０．２７∗∗（０．１４） －０．１９∗∗（０．０７８） －０．１３∗（０．０７４） －０．４４∗（０．２４）

变量
选择方程（ＭＬＥ） 选择方程（ＬＥＳ）

（１）好 （２）分值 （３）好、一般 （４）好 （５）分值 （６）好、一般

人情关系 －０．２８∗∗∗（０．０４４） －０．３３∗∗（０．１３） －０．４１∗∗∗（０．０４０） －０．４１∗∗∗（０．１５） －０．４１∗∗∗（０．１４） ０．４１∗∗∗（０．１５）

相关性统计量 ２．３１∗∗∗（０．６０） １．１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０．２５）

误差统计量 －１．０１∗∗∗（０．２８） －１．５１∗∗∗（０．３６） －１．７２∗∗∗（０．３５）

逆米尔斯比 ０．５０∗∗（０．２３） ０．５５∗∗∗（０．１４） ０．１１（０．１３）

样本量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６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二）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动态变迁讨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具有显著抑制的短期影响。 如果从整

个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生命历程来看，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如何？ 本文采

用的是田野调查获取的截面数据，无法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直接检验，考虑到人情关系对农村劳

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与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拟从三个侧面进行考察：第一，从市场化的作

用距离中检验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第二，从市场化的作用时间中检验

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第三，从农村劳动力市场生命历程中探讨人情关

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
１．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基于村庄距县城距离的检验

村庄距离县城越远，无论是进城就业的机会成本，还是可获得的市场信息，均不利于发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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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因而该组村庄与市场经济联系的紧密度越低，人情关系对市场工资的抑制效应更加明

显；反之，村庄与市场经济联系的紧密度越高，人情关系的抑制效应越弱。 本文选用村庄距县城

的距离作为市场化作用的代理变量，考察不同市场发展水平下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

的长期影响。 首先，本文考察了人情关系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以检验地理距离即市场经济

对人情关系的直接作用；其次，以村庄距离县城公里数的平均值作为分组标准，对不同市场经济

环境下人情关系作用的差异性作进一步分析。 表 ７ 第（ １）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作用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人情关系的抑制作用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强化，即市场经济越不发达、人
情关系越好，对市场工资的抑制作用越大。 表 ７ 第（３）—（４）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市场经济紧

密度高的组，人情关系对市场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市场经济紧密度低的组，人情关系对市场

工资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进而使市场的均衡工资逐步偏向人情工资。
２．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基于年龄的检验

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户对人情关系机制的反应弹性受历史环境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即
出生较早的农户受农村熟人社会的影响较为深刻，进而对人情关系机制弹性的反应比出生较晚

的农户要更明显。 本文选取年龄作为市场化作用时间的代理变量，进一步考察人情关系对农村

劳动力市场工资的长期影响。 首先，本文考察了人情关系与年龄的交互作用，检验不同年龄段

内人情关系作用的差异；其次，以农户年龄的平均值（ ５０ 岁）作为分组依据，对不同年龄段的差

异性进行具体分析。 以年龄段的差异表征市场不同发展阶段人情关系对工资影响的差异，与地

理距离分组相验证以规避选择偏差，进而佐证人情关系的动态变迁对市场工资长期影响的平稳

性。 表 ７ 第（２）列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工资。 在分组回归阶

段，人情关系对市场工资的影响存在年龄上的显著差异：在高年龄组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工资水

平，但是在低年龄组这一效果并不显著。 本文以农户年龄的平均值（ ５０ 岁）作为分界线，高年龄

组村民受农村传统风俗的熏陶而具有互帮互助的情结，在市场上倾向于对人情关系机制的偏

好；而低年龄组村民因其进入农业生产的时间阶段恰好与市场经济改革历程相吻合，受市场经

济的影响较大，具有偏好市场经济价格机制的倾向。
表 ７　 地理距离与年龄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方程

（ １）距离交互 （ ２）年龄交互 （ ３）距离近 （ ４）距离远 （５）高年龄段 （６）低年龄段

人情关系 －０．０７１∗∗∗（０．００３８） －０．２１∗∗∗（０．０２０） ０．０５５（０．１６） －０．１２∗（０．７４） －０．０９５∗∗∗（０．０２６） －０．０４５（０．０５９）

交互项 －０．０７０∗∗∗（０．００６９） －０．０５１∗∗∗（０．００３３）

变量
选择方程

（１）距离交互 （２）年龄交互 （３）距离近 （４）距离远 （５）高年龄段 （６）低年龄段

人情关系 －０．２９∗∗∗（０．１１） －０．４５∗∗∗（０．００１９） －０．５６∗（０．３０） －０．４５∗∗∗（０．１７） －０．２４（０．３１） －０．０４６∗∗∗（０．１８）

相关性统计量 ２．１１∗∗∗（１．５０） ２．５０∗∗∗（０．０７１） －１．４５∗（０．６８） ２．８９∗∗∗（０．５１） －１．２４∗∗∗（０．９５） －０．１０（０．０２１）

误差统计量 －０．９４∗∗∗（０．２０） －０．８６∗∗∗（０．２１） －１．５１∗∗∗（０．３０） －０．８８∗∗∗（０．５３） －１．２９∗∗∗（０．９８） －１．５４∗∗∗（０．０５０）

样本量 ５８５ ５８５ ２４４ ３４４ ３２２ ２８８

　 　 ３．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影响的长期趋势———基于农村劳动力市场生命历程的

演进分析

从市场经济改革的视角看，所有改革的本质都是赋予劳动力的流动性与自主性 ［７］ ：其一是

解放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使农户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配置劳动力；其二是劳动力流动政策的调

整，放松了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束缚，使农户能根据市场机会，把有限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在经济

收益更高的位置，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则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分配结果。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必

然会使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格局发生改变（图 １） 。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供给与需求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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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不同，其中纵轴 Ｗ 表示由人情工资与市场（货币）工资组成的均衡工资水平，横轴 Ｌ 表示劳

动力转移的数量。 在 ＯＬ１阶段，农村劳动力受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严格管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大

量滞留，另受传统人情关系路径依赖的影响，农业雇工需求较少且均衡工资水平较低。 人情工

资效用大于货币工资。 在Ｌ１Ｌ２阶段，流动人口政策放宽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限制，农户

为了追求家庭收益的最大化，纷纷选择离乡进城从事非农工作，与之相对的则是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减少，进而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雇工需求增加，农村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随之上涨。 在Ｌ２Ｌ
阶段，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外部机会内化，劳动力主要根据平均利润准则而由市场配置，供
给与需求曲线的弹性基本上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图 １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迁
　

图 ２　 劳动力转移与人情工资占比变化

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提高及其内在比重变化的原因，不仅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水涨船高，更
是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以及潜在优化配置机会下边际工资提高的理性选择。 本文借鉴经典的

刘易斯拐点模型，令 ＯＱ 表示人情工资占比，ＯＬ∗表示农村现有劳动力（图 ２） 。 其中 Ｌ∗
１ 、Ｌ∗

２ 分

别对应图 １ 中的Ｌ１、Ｌ２，ＯｂＴ 表示均衡工资收入变化曲线，其形状的凸性表示农业劳动力冗余的

边际工资递减性质。 在 Ｌ∗
１ Ｌ∗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冗余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出为 ０，此时城乡之

间劳动力流动被严格限制，以货币表示的边际工资为 ０，均衡工资完全由人情工资支付。 在 Ｌ∗
１

Ｌ∗
２ 阶段，市场经济改革逐渐深化，以及由此引致的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放缓，农户可获取的外部

机会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配置有了更优的选择。 在劳动力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城乡边际工

资的差异必然会引起农村劳动力均衡工资的结构性上升。 市场经济下的边际工资以货币作为

支付手段，因而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均衡工资中货币工资占的比重随边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但
是此时的劳动力流动仍不充分，货币工资与人情工资共同主导着劳动力的均衡工资。 在 Ｌ∗

２ Ｏ
阶段，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引发了农村留守劳动力边际产出的上升，在此基础上，劳动的边际工资

也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而进一步升高，农村劳动力均衡工资中货币工资的比重，不仅随

着边际工资的提高而改变（即收入效应） ，还会随着这两者价值的分化，激励理性的农户逐渐放

弃人情工资，转而竞逐货币工资（即替代效应） 。

五、结论性述评

本文重点探讨了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机理。 农村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

由人情工资和货币工资两部分组成，分别受人情机制与价格机制的调节。 本文将人情工资定性

为货币工资的替代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情机制逐渐让位于价格机制，货币工资将占据农

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主导地位。 实证结果表明，人情关系具有降低当前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

短期影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此外，在人情关系机制的检验中，人情关系是通

过提高人情工资，再经人情工资的替代效应以达到抑制市场工资的作用。 在长期变化趋势中，
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度高的地区，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较弱，仅在农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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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意愿选择上发挥一定作用，再结合年龄等佐证的实证结果，表明人情关系对农村劳动力

市场工资的影响与价格机制相比呈现逐渐弱化的动态变迁。
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的调节机制及其转变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这里

提出 ４ 点讨论：第一，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还是当前的农民，都是理性的，都是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个体，时间改变的不是农民的理性，而是农民重视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 劳动力市场

上的契约作为生产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必然会随着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转变而改

变，而利益是这两种关系的连接点。 当以人情表达的利益与以货币工资表达的利益不再对等

时，理性的农民必然追逐更大的利益而选择价格机制。 第二，农村人情信任式微，人情关系的价

格效应相应降低，是否说明农村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走向正轨？ 更深层次地，这也意味着农村

发展正经历着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替代过程。 当前，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定价中，价
格机制虽然占据市场的主流，但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以及劳动合同的缺失导致劳动的质量难以

识别、雇工劳动存在道德风险，以及事后维权缺乏保障等问题，而人情关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规避上述问题的作用。 小到农村地区，大到全国市场，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旧制度弱化而新制

度尚未完善，市场主体难免要经历一个惶恐阶段，市场的改革不能片面地抵制人情，而应理性看

待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生搬硬套的正式制度框架往往徒具其形。 第三，人情关系在农村劳

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机制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而逐渐弱化，但从未离场。 西方经济学认为劳

动力是一种商品，但劳动力终究是社会中的人，不仅有生存的需求，还有情感诉求。 货币利益可

以有效地满足生存需求，但在情感诉求上则显得力有不逮。 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人不是一件件

没有感情的物品，在利益获取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情感的诉求，也正是囿于劳动力资源的特殊性，
人情关系协调机制在协调雇工关系时永远不会消失。 在研究劳动力市场时，应与其他要素市场

有所区别，抛开人的特性而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这一点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显得尤为

重要。 第四，２００６ 年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农村目前种地种田的人大多是自给自足。 单纯从农

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看，农村劳动力市场近似于经济学中假设的一种简单模型，即只有一个

部门，该部门既负责生产，也负责消费。 按照经济学逻辑：一个部门的自产自销也就没有外溢效

应，尽管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市场出清，但是无法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市

场的外溢效应？ 首先应打开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这或许能给国家顶层设计城乡融合战略

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１］蔡昉 ． 历史瞬间和特征化事实———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及其新内涵［ Ｊ］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８（４） ： ９－２３．
［２］蔡昉，都阳，王美艳 ．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１（１２） ：４１－４９．
［３］沈坤荣，余吉祥 ．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

的研究［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１（３） ： ５８－６５．
［４］尚旭东，朱守银 ． 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 ：行为逻辑、经营成效与政策偏离［ Ｊ］ ．中

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５（２） ： ４－１３．
［５］陈奕山，钟甫宁，纪月清 ． 为什么土地流转中存在零租金？ ———人情租视角的实证分析［ Ｊ］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１７（４） ： ４３－５６．
［６］刘守英 ． 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 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８（３） ： ７９－９３．
［７］蔡昉 ．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 Ｊ］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１（４） ： ４４－５１．
［８］石晓平，曲福田，Ｎｉｃｏ Ｈｅｅｒｉｎｋ，等 ．农村市场发育与村庄经济研究［ Ｊ］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４（１） ： ４４－５５．
［９］李建伟 ． 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技术进步与经济潜在增长率［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０（４） ： ９６－１１３．
［１０］陈坤秋，王良健，李宁慧 ．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内涵、格局与机理［ Ｊ］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８（ １） ： ２８

－３７．

９６１

第 ２ 期 梁海兵，张福顺 　 人情关系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１１］黄祖辉，杨进，彭超，等 ． 中国农户家庭的劳动供给演变：人口、土地和工资［ Ｊ］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１２（ ６） ：
１２－２２．

［１２］黄少安 ． 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１２） ： ４－１９．
［１３］向晶，钟甫宁 ． 农村人口转移、工业化和城镇化［ Ｊ］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８（１２） ： ５１－５６．
［１４］仇小玲，屈勇 ． 从“叫人”到“雇人” ：关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 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８（５） ：８７－９１．
［１５］石弘华，杨英 ． 雇工自营制与农户行为效率分析———以湖南省邵阳地区为例［ Ｊ］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０５（８） ：

１７－２０．
［１６］冯川 ． 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二重构造———对助行为异化的一个解释框架［ Ｊ］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１８（１１） ：

４１－６１．
［１７］罗杰，黄君慈 ． 非正式社会结构下民间信用演进与生命周期［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０５（９） ： ４９－５９．
［１８］冯必扬 ．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Ｊ］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９） ： ６７－７５．
［１９］黄光国 ．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０］马戎 ． “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２） ： １３１－１４２．
［２１］查金祥，曾令香，许家林 ． 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运行现状的调查报告［ Ｊ］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０１（ ８） ： ２６

－３３．
［２２］王铭铭 ．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Ｍ］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２３］翟学伟 ． 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 Ｊ］ ．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３（４） ： ７４－８３．
［２４］翟学伟 ．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Ｊ］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４（５） ： ４８－５７．
［２５］刘津 ．人情关系重构与乡村善治的路径探索［ Ｊ］ ．重庆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３） ：１３１－１４０．
［２６］吕朝凤，陈汉鹏，Ｓａｎｔｏｓ Ｌóｐｅｚ－Ｌｅｙｖａ．社会信任、不完全契约与长期经济增长［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３） ：４

－２０．

（责任编辑：刘浩）

Ｈｏｗ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Ｗａｇ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ＡＮＧ Ｈａｉ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Ｆｕｓ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ａｋｅｎ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 ｒｅｎｑｉｎｇ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ａ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 ｒｅｎｑｉｎｇ”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ｏｌ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ｗａ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ａｇ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ｅｎ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ｉｌｅ ｗｏｍｅｎ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ａｇｅ ｔｈａ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 ｒｅｎｑｉｎｇ ”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ｓ ｌ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ａｇ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ｑ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０７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